
 

 

 本网提示：采用本网信息，务经授权并注明本网域名。

      
  

对生态伦理学两个问题的新思考

.

2004-12-23  .李承宗  阅读4264次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生态伦理学研究也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局面。然而,在这种学术研

究繁荣的背后,却也有着令人忧虑的一面。有些学者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对生态伦理

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对生态伦理学的学科定位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对以上两个生态伦理学的

重要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认真地重新思考。   

    第一,把“自然的权利”当作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基础,这就找错了生态伦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笔者

认为,生态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人类的整体利益”。 

    

    在生态伦理上,有人认为,是否承认自然的权利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水岭。非

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同时提出自然权利的主张。这一主张承认人之外的自然物都有

与人绝对平等的权利。它涵盖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等学说,而这些学说的不同

仅在于把权利赋予自然存在物的不同层面。我国学者对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学术前沿进行了积极跟踪与讨

论,余谋昌等人译介了Ｗ·Ｔ·布拉克斯顿的《生态学与伦理学》,并在《人与自然关系重新成为研究的

热点》一文中介绍与阐述了“人与自然协调的价值取向”、“生态意识”、“自然界的权利”等生态伦

理学的基本思想。1999年,杨通进翻译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Ｒ·Ｆ·Ｎａｓｈ所著的《大自然的

权利》。该书详细阐述了西方自然权利论的产生过程和各种自然权利论的基本主张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

联系与分歧,自然权利论成为生态伦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自然权利论被我国部分学者所接受。邱仁宗在《脱离人类中心论》一文中指出,当人类认识到“人

类不过是自然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我们与其他物种都是自然的儿女”,正是自然孕育了人类之时,我们就

应该脱离人类中心论,承认自然母亲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和权利,人类对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只知

道“向大自然母亲无限地索取、榨取、剥削,从不想为她做些什么,好比一个不肖子孙”。叶平在《非人

类的生态权利》中提出人类应该尊重生物生存、自主、生态安全的权利,并把这视为人类生态文明的新

进展。王晓华在《构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大伦理学》中指出,伦理学有两次根本性转折:第一次是“从

敬畏神灵到敬畏人类”,第二次是“从敬畏人类到敬畏万物”。并在最后指出:“在未来的时代里,人们

将意识到敬畏万物是人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经过一条漫长的文明之路后,人类将恢复敬畏万物这个古

老的信仰,这不是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权宜之计,而是彻底的拯救之路,由此进入更高的文明阶段。”杨

明在《论自然权利及其生态效应》中指出,自然权利论“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对立,生态严

重危机背景下的产物。而我们提出自然权利论的目的在于知道人们在改造自然活动中的行为。”并提出

“我们认为采取以自然权利作为出发点的自然保护运动是一种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的概念”。由此看来,

一部分学者已经把“自然的权利”看作是生态伦理学的逻辑起点了。这是值得商榷的。 

    

    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就应该是该门学科贯彻始终的“红线”,其他问题的研究只是这条“红

线”上的一颗颗珠子。因此,逻辑起点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将“自然的权利”作为生态伦

理学的逻辑起点是不妥当的,生态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人类的整体利益”。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这是伦理学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利益是道德的

基础,又是其确立自己的价值导向的基础,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伦理学都有一定的利益原则。

而生态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人类整体利益的关注忧思而形成的,同时又把弘扬人类的整体利益

作为生态伦理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而可以说,人类的整体利益是生态伦理学的利益基础。这个利益

基础决定了生态伦理学其他问题的研究,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生态伦理学的逻辑起点。 



    

    刘湘溶在《论生态伦理学的利益基础》中指出:“面临共同的危机,面对共同的未来,是生存还是死

亡,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已成为全人类必须作出的共同选择,而且是十分尖锐和紧迫的选择。于是

‘地球村’、‘宇宙岛’的思想萌芽了,于是有了声势浩大的绿色和平运动,有了联合国两次世界环境会

议的召开……而这一切都从不同的层面反映出人类整体利益的觉醒,同时也就为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营造

出了合宜的社会氛围。”这就说明,要尊重自然的权利,仅仅是不破坏自然的完整与稳定是远远不够的,

还应该做到保护与促进自然的完整与稳定。而在最终的意义上,维护自然的完整与稳定是因为人类与生

态系统的共生共荣。人类要生存,必须在自然中生存,人类要发展,必须同自然一道发展。尊重自然的完

整与稳定同维护人类在自然中的生存与发展是一致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天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以

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作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所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所

以具有道德意义,是因为这一关系的性质如何,最终会触及到人类的整体利益。 

    

    

    如果抓住了人类整体利益这一根主线,生态伦理学的其他问题的研究也就有了基础和归宿。譬如,对

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的实质就在于没有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作为逻辑起点而引起的“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我们认为,在人类与自然到底谁为中心的争论中,只要能够将人类整体利益考虑进去,就可以比较

容易地澄清迷雾。生态伦理学所讲的人类整体利益的意思是,由于人类只不过是自然生态系统经过漫长

的进化才产生的一个物种,所以保持人类这个物种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存在就是人类的整体利益。因而

凡是有利于保持与促进人类这个物种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的一切行为,都是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的,也

就是善的;反之,就是不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就是恶的。因此,生态伦理学就应该坚持人类中心论。没有

人类利益的自觉与共识,在一个个人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多元并存且彼此冲突的时代,

我们就无法对许许多多是非作出判断。 

    

    我们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作为生态伦理学的逻辑起点,这个人类的整体利益其实也涵盖了自然的权利

在内。因为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的权利是一致的,人类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没有自然

的存在和发展,就没有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一方面危害了生态环境,引起了生态危机,

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夏有富《外国投资中国污染密集产业研究》一文根据1995年我国第

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对全部三资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的分析发现,外商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的有16998家,

工业总产值4153亿元,从业人数295万多人,其中投资于严重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有7487家,工业总产值

984亿元,从业人数119万人,占污染密集产业中相应指标的40%以上。这说明严重污染密集产业是外商投

资的重要产业,也说明我国深受生态殖民主义的戕害,我们的生存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而且,人类对

自然的破坏就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类作为自然的一分子,就是自然生态链上的一个小结,只不过

这个小结和其它的比较起来显得非常重要。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不可再生性资源的继续消耗,经济规模

的扩张以及人类各种短期性行为的消极影响,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将会不断加大,而在一个广泛联系、

高度一体化的世界中,没有人类协调一致的行动,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人类的自我救治也难

以完成。所以我们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同时就是强调自然的权利。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不是人类中心

主义的自我中心论,而是涵盖自然在内的广博的人类中心论。 

    第二,生态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应该定位在应用上,定位在为生产力服务上,而不应该单纯作为一门边

缘理论科学进行纯理论的研究。 

    在西方,生态伦理学研究比较早的是1949年英国学者莱昂波特所写《大地伦理学》一书。在这本书

中,他提出人类应该重新确定自己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人类应该和动植物和平相处。后来,法国学者施韦

兹也指出:人类和生命的关系应该是特别紧密和互相感激的关系;一切生物和自然物和人一样,具有自己

的价值和权利。西方学者提出的这些观点,虽然我们认为他们对生态伦理学逻辑起点的认识有所偏差,但

是,他们对生态伦理学学科性质的应用性定位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般来说,我国学者大都是在介绍西方学者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生态伦理学的。由于思维

方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我国学者大都将生态伦理学定位在边缘理论科学的位置上,按照固有的理论科学

研究模式,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也是理论重于应用。我国学者试图构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研究理论,一方

面借鉴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积极成果,一方面又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的智慧。这是我们研究的特



点,它与我国其他学科一样有可取之处,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但是,这种研究模式也带来了严重

的不足,这个不足就是将生态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定位错了。生态伦理学是生态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新兴

学科,如何定位它的学科性质关系到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方向。 

    

    我们认为,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定位应该是应用科学的成分多些,它的应用性又体现

在为生产力服务上。为了认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弄清生态伦理学的产生背景。生态伦理学是在全球生

态环境出现了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人们为了找到一条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从许多方面想办法,将

生态学和伦理学结合而产生生态伦理学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它产生之初就是为了人们解决生态危机这

一全球问题,因此它的应用性就显得特别强烈。西方学者如前面所说的莱昂波特等人就是从应用上来研

究生态伦理学的,这也充分印证了生态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是一门应用科学的说法。 

    

    由于我国部分学者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生态伦理学的应用性重于它的理论性这一点,所以我国学者

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大多是在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生态伦理学问题的争论不重

要,而是说,这些争论有可能造成人们对生态伦理学的应用性学科性质认识的淡化,从而可能对生态伦理

学的问题争论陷入一种“清谈”的状态。这种状态很不利于人们认识生态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我们在实

践中也发现,已经发表的生态伦理学的专著和论文,重视理论问题的探讨有余,对生态伦理学的应用研究

不足。这就使得我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所提出的“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中的“德治”践工作者找不到真

正能够指导他们实行环境保护的“德治”方案,理论界给他们的生态“德治”方案用不上,或者只能用于

写几句宣传标语;另一方面生态伦理学研究者们又在努力地研究更多的整治环境问题的新理论。二者存

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作为生态伦理学研究者们有一个难以推

脱的因素就是,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到生态伦理学的研究首先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性质。由于认识上

出现了偏差,这种理论研究只能是纸上谈兵,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派不上用场了。如果不纠正这种状态,我

国的生态伦理学研究还会走入更深的歧途。 

    

    作为应用性很强的生态伦理学,它应该在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国地大物博,

生产力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生态环境的危机也比较严重。我们认为,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生态问题的

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又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如果一门科学总是停留在纯粹理论的争论甚至是争吵不

休上,那么它对生产力的发展就不会有太大的作用。生态伦理学是一门科学,它理应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服务,这样,它就更不能只是在一些理论问题研究上兜圈子,它的责任是为我国的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一

种科学的解决方案,它的研究应该注重与现实的生产力相结合,与我国生态环境的实际相结合,密切注意

我国生态问题的实际,并对此应该提出适应中国实际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还要为这种方案的实施

提供强有力的理论论证和科学保证。这样的话,就既没有否定生态伦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又真正把

握了生态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生态伦理学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还很多,以上两个问题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地位十分重要。我们认

为,生态伦理学要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服务是一个总的原则。如果离开了它,就失去了生态伦理学研究的灵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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